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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任

务，耕地作为人类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历史 LUCC 数据集重建的重点。本研究基于历

史文献重建了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并利用格网化分配模型重建出分辨率为 5×5

的过去千年中亚五国格网化耕地覆盖。研究发现，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变化可划分

出“平稳中存在波动-增长-下降”三个阶段；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河流分布的绿洲中，随着时间增

长呈现向外扩张趋势；1850 年以后，耕地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本数据集数

据量为 8.61 MB（压缩为 1 个文件，422 KB），主要包括以.xlsx 格式储存的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

地面积总量表格和以.img 格式储存的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 5×5格网化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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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https://doi.org/10.3974/geodp.2022.03.07 

CSTR: https://cstr.escience.org.cn/CSTR:20146.14.2022.03.07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出版，可获取： 

https://doi.org/10.3974/geodb.2022.04.10.V1 或 https://cstr.escience.org.cn/CSTR:20146.11.2022.04.10.V1. 

1  前言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影响陆地生物多样性，改变地表反照率与辐射强迫，进而改变全球

碳循环、氮循环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对气候变化乃至全球变化产生深远影响[1–5]。耕地作

为影响地表原始覆盖范围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土地利用方式之一，一直是历史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研究重点，现有的 6 套全球历史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集 HH 数据集[6]、SAGE

数据集[7]、HYDE 3.2 数据集[8]、PJ 数据集[9]、LUH 数据集[10]、KK10 数据集[11]均包含了耕

地数据的重建。 

基于区域史实重建相对准确的历史耕地覆盖变化，是改进全球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精度

的根本途径之一[12]。现有区域历史耕地覆盖变化重建多集中于主要农耕区，如中国[13–16]、

德国[17–19]、法国[20,21]、美国[22]等，而对于非主要农耕区的历史耕地重建研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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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五个国家。由于中亚五国深居内陆，水资源匮乏，历史上绝大部分地区以牧业为主，

仅有南部锡尔河、阿姆河等河流流域附近的绿洲中分布有少量农业[23]。然而自 19 世纪

中叶沙俄入侵中亚以来，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迅猛

发展，如今已成为中亚最大粮食生产国和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24]。因此，重建中亚五国

过去千年的耕地覆盖变化，有助于刻画非主要农耕区的耕地覆盖的时空变化特征，帮助

理解自然因子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如何突破自然的限制进行土地开发

利用。 

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重建了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变化数据集（1000–2000），数据

集包括中亚五国 1000–2000 年共计 25 个时间断面的耕地面积总量（其中，1928 年以前为

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共计 11 个断面，1928 年以后有五国各国的耕地面积总量，共计 14 个

断面）和 1000–2000 年空间分辨率为 5×5的格网化耕地覆盖（共计 8 个断面），以期为非

主要农耕区的历史耕地重建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2  数据集元数据简介 

《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变化重建数据集（1000–2000）》[25]的名称、作者、地理区域、

数据年代、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数据集组成、数据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数据共享

政策等信息见表 1。 

3  数据研发方法 

本数据集的研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1000–2000 年耕地面积重建，二是耕地

面积的格网化分配。数据来源及参考资料详见表 2、表 3。 

3.1  耕地面积重建方法 

本研究中 1954–2000 年间 13 个断面的耕地面积数据系由表 2 中所列数据来源直接

获得，1954 年以前各断面没有直接数据来源。在这些没有直接数据的断面中，1928 年

耕地面积是根据统计年鉴和历史资料，结合 19542000 年耕地面积计算而得；1000–1850

年间 11 个断面的耕地面积则是结合历史资料，自 1928 年重建结果回推而得。具体方法

如下。 

（1）1928 年 

1954 年以前中亚五国在苏联各统计年鉴中既有耕地面积数据也有播种面积数据，而

1928 年仅有播种面积数据。从中亚五国农业开发历史上看[42–45]，中亚五国中除哈萨克斯坦

外的四国在 20 世纪耕地开发利用模式变化不大，因此可以用 1954–2000 年的耕地面积与播

收面积比值的平均值来代替这四国在 1928 年的耕地面积与播收面积比值，式 1 以乌兹别克

斯坦为例说明这四国 1928 年耕地面积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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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变化重建数据集（1000–2000）》元数据简表 

条目 描述 

数据集名称 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变化重建数据集（1000–2000） 

数据集短名 CroplandCentralAsia_1000-2000 

作者信息 江畅，北京师范大学，jayciejiang@mail.bnu.edu.cn 

叶瑜，北京师范大学，yeyuleaffish@bnu.edu.cn 

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xfang@bnu.edu.cn 

张成鹏，北京师范大学，cpzhang01@163.com 

张頔旸，北京师范大学，zdy2014@mail.bnu.edu.cn 

地理区域 （现代疆域下）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数据年代 公元 1000–2000 空间分辨率 5×5 

数据格式 .xlsx、.img 数据量 8.61 MB（压缩后 422 KB） 

数据集组成 （1）.xlsx 数据包括 2 个表：Table1 为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Table2 为

1928–2000 年中亚五国各国的耕地面积总量 

（2）.img 数据包括 8 个时间断面的中亚五国耕地垦殖率分布情况，分别为 1000 年、1200

年、1400 年、1500 年、1750 年、1850 年、1928 年和 2000 年 

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7YFA0603304） 

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http://www.geodoi.ac.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11 号 10010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共享政策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的“数据”包括元数据（中英文）、通过《全球变化数据

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发表的实体数据集和通过《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发

表的数据论文。其共享政策如下：（1）“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

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2）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

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据来源；（3）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

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

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 10%

引用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 10%，同时需要对

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26] 

数据和论文检索系统 DOI，CSTR，Crossref，DCI，CSCD，CNKI，SciEngine，WDS/ISC，GEOSS 

 
表 2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重建主要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及参考文献 时间断面(年) 

FAO[27] 2000 年 耕地面积 

《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经济统计资料汇编》[28]、《1956 年苏联国民

经济统计年鉴》[29]、《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30]、《苏联国民经济六

十年》[31] 

1928、1954、1955、1958、

1959、1962、1968、1975、

1976、1978、1980、1983 

《世界人口历史图集》[32] 10001850 人口 

《中亚人口问题研究》[33] 1750、1850 

《中亚史纲》[34]、《中亚五国史纲》[35]、《中亚通史》[36, 37]、《中亚 

史》[38–40]、《中亚文明史（第 5 卷）》[41] 、《征服中亚史（第 3 卷）》[42]

1000–2000 

《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43]、《苏联对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开发》[44]、

《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45] 

1750、1850、1928 

农业史实 

定性描述 

《中亚简史（外一种）》[46]、《世界征服者史》[47]、《蒙古入侵时期的突

厥斯坦》[48]、《草原帝国》[49]、《突厥世系》[50] 

1219、1229、1260、1370、

140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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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格网化耕地覆盖重建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土地宜垦性 张成鹏研究成果[51] 

2000 年垦殖率 张成鹏研究成果[52] 

裸地、水域、人造地表 http://globallandcover.com/home.html?typ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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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式中，CUZB1928 表示 1928 年乌兹别克斯坦耕地面积，本研究中 1954–2000 年共有 11 个时间

断面的耕地面积，CUZBt 表示 19542000 年时间断面 t 下乌兹别克斯坦耕地面积，SAUZBt 表

示 1954–2000 年时间断面 t 下乌兹别克斯坦播种面积，SAUZB1928 表示 1928 年乌兹别克斯坦

播种面积。 

哈萨克斯坦在 20 世纪经历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其开垦速度快、范围大、程度深，

不能像其他四国一样用 1954–2000 年的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比值平均值代替 1928 年，

而是根据史料[53]记载的“十月革命以后，哈萨克斯坦耕地平均每年增加 15.4 万 hm2”

进行重建，即： 

 KAZ1928 KAZ1954= 1540 1954 1928C C                        (2) 

式中，CKAZ1928 表示 1928 年哈萨克斯坦耕地面积，CKAZ1954 表示 1954 年哈萨克斯坦耕地

面积。 

（2）1850 年 

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历史是从 19 世纪后半叶沙俄向哈萨克斯坦进行大规模农业移民开

始的[44]，开始的时间点为俄国对中亚移民政策从军事移民等政策转为农业移民政策为主的

时间点[45]，即 19 世纪 60 年代左右，在空间上呈现自北向南的推进过程。 

1850 年以前，哈萨克斯坦的农业主要分布在南部锡尔河流域、东南部七河流域附近，

北部草原地区主要分布的是游牧民族，垦殖率极低，可以忽略不计，1850 年开始哈萨克斯

坦北部草原被大规模开垦为耕地。由于 1850–1928 年哈萨克斯坦南北两侧人口比例较难获

得，加上大量移民带来的人口变化、游牧民族转向定居农业导致人口密度发生变化等现象

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哈萨克斯坦南部及中亚其他四国在这时段内的耕地面积

增长较难估算；然而，哈萨克斯坦南部及中亚其他四个国家垦殖率虽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小

幅度增加，但相对于北部前所未有之大规模的增长而言，该地区的增长可以忽略不计。因

此，本研究认为 1850 年以后中亚地区耕地面积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南部的

耕地面积是在本研究的情境下 1850 年能到达的最大值。哈萨克斯坦的此南北分界线来源于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54]。185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计算如下： 

 CA1850 CA1928 KN1928=C C C                             (3) 

式中，CCA1850 表示 1850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CCA1928 表示 1928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

CKN1928 表示 1928 年哈萨克斯坦北部耕地面积。 

（3）1750 年 

1750 年以后中亚地区大兴灌溉工程[40]，大批游牧人口转为定居人口，开始从事农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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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这一时期中亚地区耕地快速发展。重建的主要思路是： 

CA1850
CA1750 CA1750C

CA1850C

= 
C

C P
P

                          (4) 

式中，CCA1750 表示 1750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PCA1850C 表示 1850 年从事农耕的人口数量，

PCA1750C 表示 1750 年从事农耕的人口数量。 

1850 年从事农耕的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1750 年从事农耕的人口经过自然增长而

来，二是 1750 至 1850 年由从事牧业转为从事农耕的人口量，前者认为其增长率等于 1750

至 1850 年该地区总人口的增长率，后者认为转换主要发生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中
[35,40]。PCA1750C 可由公式 5 计算获得： 

 R1850 R1750
CA1850C CA1750C UZB TKM CA1850C

CA1750

–
1

P P
P P P

P
 

 
      
 

          (5) 

式中，PR1850、PR1750 分别表示 1850 年和 1750 年地区总人口，αUZB、αTKM 分别表示乌兹别

克人和土库曼人由牧业转为农耕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其中，总人口数据来自《世界历史人口图集》[32]，1850 年农耕人口数据由总人口数据

结合史料中描述的农业进程[34, 35, 55]进行折算而来，1850 年农耕人口折算比例为 60%；αUZB、

αTKM 系由参考资料[33, 35, 41–43, 55, 56]中的定性描述确定而来，αUZB 为 30%，αTKM 为 8.75%。 

（4）1000、1200、1500 年 

中亚地区耕地快速发展时期主要发生在 1750 年以后，在此之前耕地面积总量较少、发

展态势不积极，基本趋于平缓而稳定的状态[36–41]，只在中间某些阶段，发生了战乱或被外

来民族入侵，导致了耕地面积有所波动[46–49]，此类波动在 1219–1260、1370–1405 年的耕地

重建中有所体现。本研究假设中亚五国 1000–1500 年间除了波动时间段外人均耕地面积与

1750 年相同，耕地面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即： 

CA1750
CAt CAt

CA1750

= 
C

C P
P

                           (6) 

式中，CCAt 表示 1000–1500 年间不受外来扰动影响的时间断面 t 下中亚五国耕地面积，PCAt

表示 1000–1500 年间不受外来扰动影响的时间断面 t 下中亚五国总人口。 

（5）1219、1229、1260 年 

1219 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出征西行，入侵中亚，游牧民族的到来给中亚农业带来了

极大的破坏[36]，直至 1229 年牙剌洼赤主管中亚地区的城市与农田，中亚农业开始恢复[39, 57]，

至 1260 年达到原来的水平[47]。因此可以认为，1219 年为此次扰动开始时间，1260 年为扰

动结束时间，这两个断面的耕地面积恰不受扰动影响，耕地面积重建方式同式 6。1229 年

可以认为是此次扰动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即耕地面积降到扰动期间的最低值，重建方式

如下。 

CA1750
CA1229 CA1229

CA1750

=  
C

C β P
P

                          (7) 

式中，CCA1229 表示 1229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β 表示折算比例。 

蒙古人入侵中亚时大肆杀害中亚居民，人口与耕地存在正相关关系，故 β 可由该时期

减少的人口比例确定。据《草原帝国》描述，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被杀，留下幸存的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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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居民事务由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管理[49]，因此，β 取 1/5。 

（6）1370、1400、1405 年 

1370 年帖木儿开始进行扩张战争，与成吉思汗时期一般对中亚地区农业造成极大影

响，但 1400 年征服战争以后，甚至就是在征服战争期间，已经开始经济恢复工作，至 1405

年帖木儿去世，中亚地区恢复繁荣景象[39]。因此，1370 年为此次扰动开始时间，1405 年为

扰动结束时间，这两个断面的耕地面积恰不受扰动影响，耕地面积重建方式同式 6。1400

年可以认为是此次扰动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即耕地面积降到扰动期间的最低值，重建方

式如下： 

CA1750
CA1400 CA1400

CA1750

=γ 
C

C P
P

                          (8) 

式中，CCA1400 表示 1400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γ 表示折算比例。 

帖木儿王朝的首领们继续着成吉思汗蒙古人的游牧主义和他们有系统的破坏手段[49]，

存在效仿成祖先所开创的事业之意，因此本研究认为帖木儿时期对中亚农业的破坏程度与

成吉思汗时期相当，即 γ 与 β 相同，也取 1/5。 

3.2  耕地格网化分配方法 

在中亚五国的耕地面积格网化分配中，1928 年和 2000 年耕地面积总量有分国别数据，

因此这两个断面所用于分配的“研究单元”是中亚五国各国（即有 5 个研究单元）；1850

年及以前断面耕地面积总量只有中亚五国整体的数据，因此这些断面所使用的“研究单元”

是中亚五国整体（即仅有 1 个研究单元）。 

本研究基于张成鹏[51]计算的格网化宜垦性权重数据，经过以下步骤完成耕地格网化

分配： 

（1）创建覆盖中亚五国的分辨率为 5×5的格网，将张成鹏计算的 2000 年垦殖率[52]

与 GlobeLand30 数据集 2000 年的“人造地表”（数据来源见表 3）在分辨率为 5×5格网中

的占比进行加和，作为该格网在 2000 年的潜在可耕比例（式 9），按照潜在可耕比例从高

到低对各格网进行排序，并以覆盖研究单元的格网总量的十分位数进行等分，划分出具有

不同开垦顺序的格网。 

      2000 2000 2000
 PotenFrac i CropFrac i ArtfFrac i             (9) 

式中，PotenFrac(i)2000 为格网 i 中 2000 年的潜在可耕地占比，CropFrac(i)2000 为格网 i 中 2000

年的垦殖率，ArtfFrac(i)2000 为格网 i 中 2000 年的人造地表占比。 

（2）分辨率为 5×5的格网面积会随着纬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拥有相同垦殖率的格

网实际上可能拥有不同的耕地面积，为了消除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误差，需要对研究单元中

的格网面积进行修正： 

   
max


GridArea i

i
GridArea

                              (10) 

式中，ξ(i)表示格网面积修正系数，GridArea(i)表示格网 i 的面积，GridAreamax 表示所属研

究单元中最大的格网面积。 

（3）本研究将 5×5格网尺度的垦殖率上限设为 90%。在第 1 个十分位数所在区间内

按照式 11 对耕地面积进行分配，并设定第 1 个十分位数所在区间垦殖上限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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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


 

 i

i

Suit i,x i
CropArea i,x CropArea

Suit i,x i
              (11) 

式中，CropArea(i,x)为分配单元 x 中（即第 1 个十分位数所在区域内）i 格网分配到的耕地

面积；CropArea 为待分配的研究单元中耕地面积总数；Suit(i,x)为分配单元 x 中 i 格网的土

地宜垦性大小，ξ(i)表示格网 i 的面积修正系数。 

（4）若在第 1 个十分位所在区间分配结束后，分配单元耕地面积总量仍有盈余，则开

始在第 2 个十分位所在区间按照式 11 进行分配，其垦殖上限设为 9%；与此同时第 1 个十

分位所在区间也继续按照式 11 分配耕地，其垦殖上限设为 18%；以此类推进行迭代分配。

若研究单元的耕地面积在第 n 个十分位所在区间分配结束后就被分配完毕，则停止分配；

若第 10 个十分位所在区间分配结束后研究单元的耕地面积仍有盈余，则按照式 11 将剩余

的耕地面积分配在整个研究单元内。 

（5）计算格网垦殖率： 

    
 

100%
CropArea i

CropFrac i
GridArea i

                        (12) 

式中，CropFrac(i)为格网 i 的垦殖率，CropArea(i)为格网 i 的耕地面积，GridArea(i)为格网

i 的面积。 

（6）过饱和格网的修正： 

1）本研究认为水域和裸地是不可耕地，而现代新生的水域（多为水库）所在范围在历

史上应是可垦的，因此可以根据式 13 计算格网可耕地占比。 

          
 

    
GridArea i BlArea i WaArea i NERsArea i

ArabFrac i
GridArea i

         (13) 

式中，ArabFrac(i)表示格网 i 可耕地的占比，GridArea(i)表示格网 i 的面积，BlArea(i)表示

格网 i 中裸地的面积，WaArea(i)表示格网 i 中水域的面积，NERsArea(i)表示格网 i 内在

NaturalEarth 数据中现代新生水域（水库）的面积。 

2）综合格网垦殖率上限（本研究为 90%）和格网可耕地占比（式 13），确认格网最大

可耕地占比，将其作为格网真正的垦殖率阈值： 

  
    

  
90%

90 90%

  


max

ArabFrac i ArabFrac i
CropFrac i

 % ArabFrac i
            (14) 

式中，CropFracmax(i)表示格网 i 真正垦殖率阈值，ArabFrac(i)表示格网 i 中可耕地的占比。 

对 CropFrac(i)超过 CropFracmax(i)的格网，直接赋 CropFracmax(i)作为其垦殖率，并将

所有被修正掉的格网耕地面积汇总起来，重新按照式 11 分配到没有达到阈值的格网中，重

复此步骤多次，直至所有格网的垦殖率都低于 CropFracmax(i)，修正结束。 

4  数据结果与验证 

4.1  数据集组成 

《过去千年中亚五国耕地变化重建数据集（1000–2000）》包括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

耕地面积数量及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分辨率为 5×5的格网化耕地分布。其中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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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以.xlsx 格式储存，包括“表 1.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共计 25 个时间

断面）和“表 2. 1928–2000 年中亚五国各国的耕地面积总量”（共计 14 个时间断面）两张

表格；格网化耕地分布以.img 格式储存，空间分辨率为 5×5，时间断面为 1000 年、1200

年、1400 年、1500 年、1750 年、1850 年、1928 年和 2000 年。 

4.2  数据结果 

图 1 展示了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变化情况。中亚五国过去千年耕地面

积数量变化的主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000–1750 年平稳中存在波动，1750–1992 年迅速增

长，1992–2000 年有所下降。 

1750 年中亚五国总耕地面积为 9,617.46 km2，在此之前中亚五国耕地总量变化不大，

耕地面积随着人口增长缓慢增加，但存在 13 世纪初和 14 世纪末由战乱引起的数量波动，

使得耕地面积在 1400 年降至 1,229.57 km2，1229 年降至 1,137.98 km2。 

1750 至 1992 年，中亚五国耕地迅速增长，特别是 1850 年以后，耕地面积从 41,329.87 

km2 增加至 1992 年的 439,780 km2，在一百多年间增长了近 10 倍，这是俄国在中亚五国特

别是哈萨克斯坦进行大开荒的结果。 
 

 
 

图 1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变化 

 

1992 至 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明显减少，至 2000 年降至 394,323 km2，这是由

于前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各国政策制度发生转变，农业遭到破坏[58]；特别是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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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大量农民和资金从农村流失，引发了大规模弃耕，使得耕地面积减少。 

图 2 展示了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格网化分布结果（以格网垦殖率展示）。从空间

上看，耕地主要分布在中亚南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绿洲中，如咸海南岸的花拉子模绿

洲，河中地区的费尔干纳绿洲，滋生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泽拉夫善河谷绿洲，土库曼斯

坦的梅尔夫绿洲和阿克哈绿洲，此外在塔拉斯河流域、楚河流域、七河地区也分布有耕地。 
 

 
 

图 2  公元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垦殖率格网化分配结果 

中亚五国耕地分布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沿河流分布，这是由于中亚地区干旱少雨，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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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灌溉水来源。对于中亚地区来说，哪里有水源，哪里建设有灌溉系统，哪里才可

以发展农业。 

随着时间推移，耕地呈现以绿洲为中心向外扩张的趋势，特别是自 1750 年以后，耕地

面积迅速增加，扩张范围明显增大；以 1850 年为转折点，哈萨克斯坦地区的耕地分布发生

了明显转变：随着俄国入侵，哈萨克斯坦北部进行了大规模农业人口移民和垦荒活动，使

得该地区耕地分布自北向南迅速扩张，哈萨克斯坦从一个牧业大国在短短一百年间转为农

业大国，成为了前苏联的“粮仓”。 

5  讨论和总结 

本研究重建了 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总量和分辨率为 5×5的格网化耕地覆

盖数据。研究表明，1000–2000 年中亚五国耕地面积变化可划分为“平稳中存在波动-增长-

下降”三个阶段；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河流分布的绿洲中，随着时间增长呈现向外扩张趋势；

在 1850 年以后，耕地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中亚五国过去千年的耕地覆

盖变化的重建，可为数据基础较差的非主要农耕区的耕地覆盖重建提供思路，有助于对比

主要农耕区和非主要农耕区耕地开发的时空变化特征。 
  
 

作者分工：叶瑜、方修琦对数据集的开发做了总体设计；江畅挖掘了数据资料并设计

頔頔了耕地面积数据算法；张成鹏设计了耕地分配模型和算法；张成鹏和张 对耕地分配运

算提供指导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江畅撰写了数据论文。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以及与公开研究成果有关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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